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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credits for R&D expenditure and firms’ R&D expenditure based on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Dalian.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fiscal technology investment funds, high-tech enterprise tax reduction and tax credits for R&D expenditure policies on corporate R&D internal and external expendit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mong the three policy instruments, the tax credits for R&D expenditure policy has the strongest impact on the internal and total R&D expenditure, and the combined impact of the other two policy instruments is weakened. The impact of tax credits for R&D expenditure on firm internal expenditures is not significant. Tax credits for R&D expenditure has the weakest crowding out effect on R&D expenditures of enterprises. When the total R&D expenditure of enterprises is high, the tax credits for R&D expenditure policy is applied.
Keywords：tax credits for R&D expenditure; firms’ intramural and external R&D expenditure; the stimulation effects and crowding-out effects

1

1引言
2018年，我国全社会R&D支出占GDP比重预计达到2.15%，研发人员总量预计达到418万人年，科技事业取得长足进展。为实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我国政府部门要针对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优化资源配置进行精准施策，强化已有政策落实，进一步释放科技人才的活力和创造力。近年来，为了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政府运用了一系列政策工具鼓励企业研发和创新，其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加大，且增速最快[1]。那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否能够促进企业R&D支出，有效激活企业创造力？与其他政策工具相比，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和不足呢？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丰富政策工具理论与支撑公共政策制定具有现实意义。
应该看到，学术界已经就政府不同政策工具与企业R&D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第一，政府政策支持对企业R&D支出产生“诱导效应”。朱平芳和徐伟民[2]分析政府科技拨款资助和税收减免对企业研发投入均产生积极影响，拨款资助的稳定程度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许治和师萍[3]的实证研究也认为政府资助利于企业R&D支出的结论。Czarnitzki和Toole[4]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能够缓和市场不确定效应，从而增加企业R&D支出。蒋建军和齐建国[5]研究指出税收政策对北京中关村科技园高新技术企业增加R&D支出具有实际激励效应。Yang等[6]利用我国台湾地区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研究发现，政府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R&D支出具有促进作用。Kang和Park[7]研究发现，政府对企业的项目资金支持能够诱导企业提高内部R&D支出。郭迎锋等[8]研究指出政府对企业R＆D资助会对企业自身R＆D投入形成杠杆效应，且该效应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不断增强。
第二，政府政策支持对企业R&D支出具有“挤出效应”。吴秀波[9]研究发现，我国税收抵扣政策效果并不明显，且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有限。GÖRG和STROBL[10]利用爱尔兰制造业数据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同时降低了整个行业的研发水平。Marino等[11]研究指出，中高等水平的政府税收优惠对企业R&D支出挤出效应更加明显。
第三，政府政策与企业R&D支出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胡永健和周寄中[12]指出政府直接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支出的促进作用随着资助额度总量的变化而变化，呈现先上升后降低的态势。Lee[13]通过多个国家不同行业数据研究发现，政府研发支持对技术能力较低和市场竞争环境激烈的企业具有诱导效应，而对于技术能力较强、市场竞争压力较小的企业具有挤出效应。戴小勇和成力为[14]认为虽然财政补贴在总体上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但存在门槛效应，即超出某个临界值后，政府补贴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负向影响。Becker[15]同样证实了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指出对更多的企业给予适度的资助比对少数企业给予大量资助更利于企业研发投入。余伟婷和蒋伏心[16]研究发现公共研发投资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存在区域差距，且对于不同的公共研发部门的支持程度也会影响企业研发投入。
综上，目前关于政府政策工具与企业R&D支出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政府财政科技资金投入和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这两个政策工具，且没有得到一致结论，还存在进一步深入和拓展的空间。第一，现有研究主要考虑了财政支持和税收减免，较少涉及到研发经费加计扣除政策工具。实际上，研发经费加计扣除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政策工具，迫切需要对政策的效应进行评估。第二，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现有研究主要是以行业企业作为样本展开研究。在中国的情境下，政府财政和税收政策工具主要由城市执行，企业的R&D投入存在明显的城市效应[17]。为此，本文提出构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R&D内外部支出的效应模型，并将其与政府财政科技资金投入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政策进行对比，运用大连市规模以上企业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不同政府政策工具对企业R&D支出实施效果差异，为政策工具选择和实施提供政策建议。
2研究设计：模型、指标和数据
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作为税收优惠工具，能够降低企业税基，减少企业纳税额，间接鼓励企业R&D投入，减少企业R&D投资风险和资金约束。自1996年国家首次明确提出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以来，该政策扣除范围渐次扩大且核算申报不断简化。2015年，为扩大政策适用性，国务院决定放宽了享受优惠的企业研发活动及研发费用的范围，降低企业享受优惠的门槛；为进一步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费用投入，2017年国务院决定将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
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作为最直接的激励方式，对特定企业或项目给予财政支持，补充企业研发资金，迅速提高企业R&D支出。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是针对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企业实行税收优惠，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风险，提高生产效率。与这两者相比，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针对开展研发活动的企业实施税收优惠，目的在于引导、鼓励企业积极开展研发活动，具有非常强的普适性。我国大中型企业来自政府的研发资金从261.7亿元增长到537.3亿元，平均年增长率15.47%；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从346.3亿元增长到702.3亿元年，增长率为15.19%。与这两者相比，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从178.2亿元增长到449.3亿元，虽然规模最小，但是增长最快，年增长率为20.32%。
2.1 研究模型
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门槛模型等方法研究政府政策工具的效应，考察政策工具对企业R&D支出变量的直接效应，实际上企业R&D支出本身受到多种政策工具的影响，还受到企业和行业等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为此，本文以Agosin和Mayer[18]、刘凤朝和孙玉涛[19]提出和优化的分析模型为基础，提出了不同政策工具对企业R&D支出挤入挤出效应分析回归模型。模型构建过程如下：
企业R&D支出受到多个变量的共同影响，政府政策只是影响企业R&D支出的主要变量之一。政府研发政策对企业R&D支出的影响，可以从基本函数模型入手，见式（1），即企业R&D支出（RI）等于政府研发政策支持（GRP）加上其他影响因素（OF）：
                                  (1)
[bookmark: OLE_LINK3]式（1）假定政策工具对企业R&D支出不产生外部性，即政策工具每变化一个单位相对应企业R&D支出也变化1个单位。对式（1）进行深化，即允许变量GRP前有一个可正可负的系数，同时对其他影响因素进一步模型化，将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得到式（2）。在（2）中，Z表示影响企业R&D支出的其他因素，表示其它因素的固定影响。 
                        (2)
考虑到企业研发活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惯性，t-1年的企业R&D支出将影响该企业t年的企业R&D支出[20]。为此，在式（2）基础上，引入时间因素，加上滞后解释变量，对其进行扩展，生成式（3），其中ε为残差项。
                (3)
在考察挤入挤出效应时，当企业R&D支出随着政府政策工具支持力度的增加而减少时，认为政府政策对企业R&D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反之，则为挤入效应[6]。本文基于Agosin和Mayer模型衡量挤入/挤出效应，通过考察如下长期反应系数来确定在长期内是挤出效应还是挤入效应： 
                                   (4)
使用Wald约束检验，如果接受=1的假设，则表明既没有挤出效应也没有挤入效应，1单位的增加带来1单位企业R&D支出增加。如果接受＞1的假设，表明有挤入效应，1单位的增加使得企业R&D支出的增加大于1单位。如果接受＜1的假设，表明有挤出效应，1单位的增加使得企业R&D支出的增加小于1单位。
主要研发政策工具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研发费用加计扣除(GRP1)是指2008年出台《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规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可以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50%摊销。三种企业R&D支出：企业R&D支出总量（RI）、企业内部R&D支出（IRI）、企业外部R&D支出（ERI）。结合本文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具体测量指标，对式（3）进行进一步扩展，得出：
       (5)
      (6)
      (7)
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政策工具对企业R&D支出的效果差异，本文进一步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其余两种主要政策工具（政府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进行对比，分析不同政策工具对企业R&D支出（内部R&D支出、外部R&D支出和企业R&D支出总量）的不同影响。其中，政府财政科技投入(GRP2)是指政府通过财政科技支出直接支持企业的经费。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GRP3)是指对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可以减征企业所得税。可进一步扩展模型，得出：
                                                                (8)
                                                                (9)
                                                                (10)
2.2 变量及测量
本文以政府政策工具作为解释变量，企业不同类型R&D支出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模型估计。
被解释变量：
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可以进一步分为企业内部R&D支出和企业外部R&D支出。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主要是指企业为内部开展的研发活动提供的经费[21]，代表企业依靠自身技术部门和研发中心而进行独立研发[22]；外部支出是指企业为与研究机构、其他企业合作研发提供的经费[21]，代表企业利用研究机构、高效和其他企业优势进行的合作创新[22]。本文被解释变量主要分为三种：企业研发总支出、企业研发内部支出、企业研发外部支出。本文通过企业研发内部支出数额取对数、企业研发外部支出数额取对数及二者之和取对数进行测量。
表1  变量测量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及符号
	测量指标

	因变量
	企业内部R&D支出 (IRI)
	企业内部研发支取对数

	
	企业外部R&D支出 (ERI)
	企业外部研发支取对数

	
	企业研发总支出 (RI)
	企业内部R&D支出与外部R&D支出之和取对数

	自变量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
	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税额取对数

	
	政府科技投入资金 ()
	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金额取对数

	
	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 ()
	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额取对数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AGE)
	成立时间至2018年

	
	企业规模 (SIZE)
	分类变量，1大型，2 中型，3小型，4微型

	
	有效发明专利数 (PAT)
	每年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量

	
	企业控股情况 (HOLD)
	分类变量，1集体控股，2国有控股，3私人控股，4外商控股



解释变量： 
政府政策工具变量包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额、政府研发投入资金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额三个方面进行测量。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按照税法规定在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研究开发费用的实际发生额基础上，再加成一定比例，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的扣除数额的一种税收优惠政策，本文通过企业享受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额取对数进行测量。政府研发经费投入政策是指企业无偿从政府直接取得的货币性资产，本文通过企业获得的各种政府资金补贴总额取对数进行测量。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政策指的是经过认定的高新企业可以依照有关规定申请享受减至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本文通过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额取对数进行测量。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企业R&D支出其他影响因素，本文引入了企业年龄、企业规模、有效发明专利数和企业控股情况等变量。企业年龄：表示企业成立到数据采集年份的时间，与企业进入市场的时间长短有关，能够影响企业的R&D支出[23]。企业规模：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由于存在系统性差异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和政府资助效果[24]，本文将企业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微型四类。有效发明专利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效发明专利数越高，代表企业的创新能力越强。企业控股情况：制度和体制对不同控股类型的企业产生的激励效果不同，不同控股类型的企业对研发投入的程度也不同，本文将企业控股分为集体控股、国有控股、私人控股和外商控股四类。为了克服数据中的异方差和数据剧烈波动，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取对数，由于控制变量数据相对较小，不存在数据剧烈波动，因此不取对数。各变量的符号和含义见表1所示。
2.3 样本和数据
本文以2012-2016年大连市规模以上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探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R&D支出的挤入挤出效应，同时对比分析政府不同政策工具对企业R&D支出效应的差异。规上企业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简称，某些行业企业必须达到一定的产量规模，才能符合环保、能耗、卫生安全等方面国家要求规范，同时具有成本优势。选择大连市规上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规上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核心力量，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规上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较多，具有R&D支出的企业数量较大，企业所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和政府资助补贴较多，具有代表性，能够较好的反映本文的研究内容；第三，规上企业信息披露较为完全，信息易获取。本文共选取了2012-2016年大连市143家规上企业544份非平衡面板数据，相关数据来源于大连市科技局和大连市统计局。
3实证研究
3.1统计性描述与相关性分析
表2报告了规上企业R&D支出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为避免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使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存在偏差，在进行多元回归前进行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检验。从企业控股情况来看，私人控股企业占样本比例为69.93%，国有控股占样本比例为15.38%，集体控股和外商控股分别占比3.50%和11.19%。企业平均寿命23.93年。
由表2可以看出，企业内部R&D支出均值（m=8.610）远大于企业外部R&D支出（m=1.705），略小于企业R&D支出总量（m=8.661），说明企业主要倾向于内部研发，这也解释了企业内部R&D支出与企业R&D支出总量高度相关这一现象。此外，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均呈现正向相关关系，初步认为企业R&D支出受到政府研发政策的影响。


表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
	2
	3
	4
	5
	6
	7
	8

	1. IRI
	8.610
	1.855
	0
	14.318
	1.000
	
	
	
	
	
	
	

	2. ERI
	1.705
	3.161
	0
	11.499
	0.435***
	1.000
	
	
	
	
	
	

	3. RI
	8.661
	1.840
	0.693
	14.376
	0.992***
	0.490***
	1.000
	
	
	
	
	

	4.
	1.464
	3.040
	0
	12.353
	0.414***
	0.379***
	0.415***
	1.000
	
	
	
	

	5.
	2.574
	3.441
	0
	11.623
	0.361***
	0.291***
	0.354***
	0.334***
	1.000
	
	
	

	6.
	1.973
	3.379
	0
	11.927
	0.365***
	0.323***
	0.370***
	0.569***
	0.182***
	1.000
	
	

	7. AGE
	23.934
	19.820
	4
	139
	0.104**
	0.131***
	0.108**
	0.106**
	0.077*
	0.038
	1.000
	

	8. SIZE
	2.814
	0.971
	1
	4
	-0.417***
	-0.301***
	-0.431***
	-0.191***
	-0.036***
	-0.154***
	-0.064
	1.000

	9. PAT
	12.579
	30.502
	0
	416
	0.404***
	0.353***
	0.406***
	0.319***
	0.235***
	0.270***
	0.019
	-0.252***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注：显著性水平***p<0.01, **p<0.05, *p<0.1 



由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可知，VIF值远小于10，即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通过White 检验进行异方差检验，结果显示均拒绝存在异方差假设，即各模型内均不存在异方差。
3.2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政策工具与企业R&D支出之间的关系，考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不同政策工具对企业R&D支出的影响，对企业R&D支出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在数据搜集过程中存在缺失数据，为此本文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样本整体的特征表现为在企业R&D支出等于零处左侧断尾，如果采用OLS对样本进行回归，则会导致衡量偏误。因此，我们选择断尾回归来对样本进行分析。
表3 不同的政策工具与企业内部R&D支出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0.126***
	
	
	0.069**

	
	
	
	
	0.113***
	
	0.100***

	
	
	
	
	
	0.093***
	0.059**

	IRI t-1
	
	0.173***
	0.155***
	0.161***
	0.156***
	0.142***

	AGE
	0.003
	0.005
	0.003
	0.003
	0.004
	0.001

	SIZE
	-0.518***
	-0.429***
	-0.407***
	-0.450***
	-0417***
	-0.428***

	PAT
	0.016***
	0.014***
	0.011***
	0.012***
	0.012***
	0.009***

	Hold- State
	1.128***
	0.929***
	0.830**
	0.775**
	0.933***
	0.740**

	Hold- private
	-0.105
	-0.496
	-0.365
	-0.485
	-0.445
	-0.382

	Hold- foreign
	-0.155
	-0.396
	-0.233
	-0.231
	-0.340
	-0.124

	Constant
	9.773***
	8.309***
	8.216***
	8.240***
	8.250***
	8.821***

	sigma
	1.475***
	1.457***
	1.415***
	1.411***
	1.426***
	1.362***

	Log Likelihood
	-981.615
	-658.912
	-648.083
	-647.028
	-651.049
	-636.740

	Wald chi2
	281.10
	200.57
	235.07
	238.54
	225.42
	273.46


注：显著性水平***p<0.01, **p<0.05, *p<0.1

[bookmark: OLE_LINK4]（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企业内部R&D支出的关系。表3给出了政府政策工具对企业研发内部支出的影响，模型1只考虑了控制变量。可以看出，企业规模和有效专利数量对企业研发内部支出均有显著影响（），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内部R&D支出越高；企业有效专利数量越多，其内部R&D支出越多。国有控股企业相比于私人控股和外资控股企业更倾向于进行内部R&D支出，企业年龄对企业内部R&D支出并无显著影响。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企业内部R&D支出的滞后项，结果表明上一年的企业内部R&D支出对当年企业内部R&D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3-6分别单独引入研发政策工具，即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财政研发经费投入、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结果表明研发经费加计扣除与其它两种政策工具一样，对企业内部R&D支出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整体规模最小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激励作用最大，而整体规模最小的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对企业内部R&D支出的激励作用却小于其他两类政策工具。当模型6同时引入三个自变量时，发现三者对于企业内部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依然显著，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效应下降，政府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对企业内部R&D支出的作用最为显著，政府财政科技经费每增加1%，企业内部研发投资增加0.1% 。
表4 不同的政策工具与企业外部R&D支出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0.032
	
	
	-0.029

	
	
	
	
	-0.038
	
	-0.040

	
	
	
	
	
	0.100**
	0.117**

	ERI t-1
	
	0.077
	0.072
	0.078
	0.058
	0.060

	AGE
	-0.001
	-0.001
	-0.002
	0.001
	-0.003
	-0.001

	SIZE
	-0.161
	-0.133
	-0.121
	-0.138
	-0.091
	-0.100

	PAT
	0.013***
	0.011***
	0.010**
	0.011***
	0.009**
	0.010**

	Hold- State
	0.473
	0.097
	0.069
	0.112
	0.204
	0.262

	Hold- private
	-0.635
	-0.865
	-0.824
	-0.981
	-0.852
	-1.008

	Hold- foreign
	-1.057
	-1.654*
	-1.560
	-1.714*
	-1.859*
	-2.042**

	Constant
	7.191***
	7.298***
	7.180***
	7.479***
	6.953***
	7.191***

	sigma
	1.822***
	1.764***
	1.760***
	1.759***
	1.719***
	1.710***

	Log Likelihood
	-270.354
	-190.573
	-190.355
	-190.338
	-188.101
	-187.632

	Wald chi2
	42.52
	30.16
	30.73
	30.78
	36.79
	38.07


注：显著性水平***p<0.01, **p<0.05, *p<0.1
[bookmark: _Hlk516576015]（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企业研发外部支出的关系。表4反映了三类政府政策工具与企业研发外部支出的回归结果。模型7中，只有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对企业研发外部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规模和国有控股企业对于企业外部R&D支出的影响不显著。模型9-12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企业外部R&D支出没有显著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费用支出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外部R&D支出没有显著影响，说明该政策并不鼓励企业通过外包的方式开展研究开发活动。此外，外资控股企业对企业外部R&D支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样本中，企业研发外部支出占企业研发总支出的均值为19.62%，所占份额较少，可能对企业外部研发投入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具有一定影响。
（3）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企业研发总支出的关系。表5结论与表3基本一致。结果表明企业上一年研发总支出对当年研发总支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规模和有效专利数量对企业研发内部支出均有显著影响；与其他两种政策工具一致，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也有利于企业研发总支出，并且政策效果最为显著；模型18表明当三种政府政策工具同时存在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出现衰减，政府财政科技经费投入对企业研发总支出的影响最为显著，政府研发经费每增加1%，企业研发总支出增加0.092%。模型13-18均表明国有控股企业对研发总支出的影响要明显大于私人控股和外资控股企业。
表5 不同的政策工具与企业R&D总支出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6
	模型15
	模型17
	模型18

	
	
	
	0.123***
	
	
	0.066**

	
	
	
	
	0.105***
	
	0.092***

	
	
	
	
	
	0.094***
	0.062**

	RI t-1
	
	0.169***
	0.151***
	0.159***
	0.152***
	0.140***

	AGE
	0.004
	0.006
	0.003
	0.003
	0.004
	0.001

	SIZE
	-0.556***
	-0.456***
	-0.435***
	-0.476***
	-0.445***
	-0.454***

	PAT
	0.015***
	0.135***
	0.011***
	0.011***
	0.011***
	0.009***

	Hold- State
	1.100***
	0.902**
	0.806**
	0.760**
	0.907***
	0.727**

	Hold- private
	-0.233
	-0.512*
	-0.383
	-0.501*
	-0.460
	-0.400

	Hold- foreign
	-0.210
	-0.470
	-0.311
	-0.317
	-0.413
	-0.212

	Constant
	9.932***
	8.502***
	8.407***
	8.433***
	8.441***
	8.351***

	sigma
	1.482***
	1.430***
	1.389***
	1.390***
	1.398***
	1.350***

	Log Likelihood
	-985.789
	-652.118
	-641.369
	-641.562
	-643.709
	-630.867

	Wald chi2
	209.32
	209.32
	244.08
	243.44
	236.34
	280.08


注：显著性水平***p<0.01, **p<0.05, *p<0.1.  

3.3挤入/挤出效应分析

表6 政府政策工具对企业R&D支出的挤入/挤出效应比较
	主要政策工具
	内部R&D支出IRI
	外部R&D支出ERI
	企业R&D总支出RI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0.149
	——
	0.145

	财政科技投入资金
	0.135
	——
	0.125

	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
	0.110
	0.100
	0.110

	政府政策工具总体
	0.268
	0.117
	0.258



根据公式（4）计算值，结果如表6所示，分析政府研发政策工具的挤入/挤出效应。从表6可以看出，由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财政科技投入对企业外部R&D支出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不存在挤入/挤出效应。总体而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其他研发政策工具一致，对企业R&D支出存在挤出效应，即政府研发政策的对数每增加1个单位都使得企业研发投入增加小于1个单位。比较而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挤出效应最弱，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对数每增加1个单位，企业研发总支出的对数增加0.145个单位，挤出0.855个单位。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政策对企业R&D支出的挤出效应最为明显，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的对数每增加1个单位，企业研发总支出的对数增加0.11个单位，挤出0.89个单位。综合而言，如果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另外两种政策协调使用，挤出效应会大幅度下降。
4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我国国情，建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工具对企业研发内外支出的效应的模型，并将其与政府研发经费投入、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政策工具进行比较，以大连市规上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2016年大连市143家规上企业的544份非平衡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得出以下简要结论：
首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R&D内部和总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单独影响程度要高于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政策工具，综合影响程度高于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政策工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外部R&D支出并无显著影响，只有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对企业外部R&D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R&D支出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但是与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政策工具相比，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挤出效应最弱。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对企业R&D支出的挤出效应最为强。这表明研发费用支出加计扣除政策相对于另外两种政策更利于促进企业内部研发，综合运用三种政策的挤出效应最弱。
因此，政府在制定鼓励企业研发投入政策时应更具有针对性，虽然政府政策有效激励了企业R&D支出，但是不同政策工具对于不同类型R&D支出的效果并不一致。对于R&D支出高的企业而言，应该主要采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资助工具；具体而言，对于主要依靠自主研发的企业而言，应该主要采用政府财政科技投入资助工具，直接激励企业研发积极性；对于主要依赖外部合作研发的企业而言，应该主要采用高技术企业减免税工具。在考虑政府政策工具激励效果的同时，还需要充分考虑不同政策工具的挤出效应。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能够鼓励企业R&D外部支出，但是也会有很强的挤出效应；政策工具对于企业外部支出的挤出效应最明显。为此，对于R&D外部支出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应该谨慎运用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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